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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扶贫政策演进历程与农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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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在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贫困治理经验。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必要对我国扶贫实践进行解构，同时回顾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的多维变迁历程，以

挖掘我国扶贫实践中的重要经验。文章首先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梳理了我国扶贫政策的演进特征，并从政

策密度和政策强度两个方面对扶贫政策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得到我国扶贫政策的累计效力；最后，选择若干

能够衡量农村社会多维变迁的指标分析农村社会多维变迁与扶贫政策累计效力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扶贫政

策累计效力与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农村

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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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扶贫事业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按照每人每年生活

水平 2 300 元（2010 年不变价）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

计算，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①。中国脱贫

攻坚战的胜利不但大幅增进了农村居民的福祉，而且

大幅推进了世界反贫困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是世界

上减贫人口数最多的国家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农业、工

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以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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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成绩斐然，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

的涌现和“网络直播带货”、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型商业

模式的日渐成熟为中国贫困治理持续创造着新的物质条

件、知识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在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

升、国内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国内各类市场容量逐渐扩

大、国内消费需求日渐多元化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

下，中国的贫困治理体系不断向着纵深发展，并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我国的贫困治理实

践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宝贵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颁发的主要扶贫政策进行

解构，并回顾各类政策合力作用下的我国农村社会变

迁历程，为乡村振兴实践的持续推进提供借鉴。

1 我国扶贫政策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历了从普遍性绝对贫

困、部分绝对贫困到个别绝对贫困的变迁，扶贫实践

经历了从单纯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

演进（表 1），扶贫的参与主体、主要做法和取得的

成效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呈现出从小范围向大区域辐射

表 1    1982—2020 年中国主要扶贫政策概览
Table 1    Overview of China’s major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from 1982 to 2020

阶段 主要扶贫政策

主要扶贫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产业发展方面 就业支持方面
其他配套政策
支持方面

1982—1993年：
以救济式
扶贫为主

《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扶
助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
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
变面貌的通知》《国务院
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
发工作的通知》

搞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乡村工业、商品
流通的发展等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
展乡镇企业和各种家庭
工副业等

以工代赈、劳务输
出、兴办乡村扶贫经
济实体等

农业政策、教
育政策等

1994—2000年：
开发式扶贫
（第一阶段）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

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公路修
建、电力保障 

发展种植业、养殖业
等，开发名特稀优产
品，发展乡镇企业，以
及开发式移民等

以工代赈、就业培
训、劳务输出、支持
乡镇企业优先雇佣贫
困劳动力等

金融政策、财
税政策、经济
开发优惠政策

2001—2010年：
开发式扶贫
（第二阶段）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通电、
通路、通邮、通电话、通广
播电视、卫生院和卫生室建
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产业发展和产业化经
营、科技扶贫、教育扶
贫、自愿移民搬迁、招
商引资等

以工代赈、就业培
训、劳务输出、给能
够雇佣贫困劳动力的
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财政政策、金
融政策、西部
大开发战略相
关发展政策

2011—2014年：
开发式扶贫
（第三阶段）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工
程，饮水安全工程，交通建
设，物流体系建设，电网改
造升级，村村通有线电视、
电话、互联网工程等

易地搬迁扶贫、整村推
进、产业扶贫、科技扶
贫、教育扶贫和健康扶
贫等

就业培训、劳务输
出、以工代赈等

财税政策、社
会保障政策、
金融政策、产
业政策、土地
政策等

2015—2020年：
精准扶贫（2014

年党中央开始研
究推动精准扶贫
战略落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指导意见》等

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工
程，饮水安全工程，交通建
设，物流体系建设，电网改
造升级，村村通有线电视、
电话、互联网工程，危房改
造和人居环境整治，移动应
用软件和智能终端开发

易地搬迁扶贫、整村推
进、产业扶贫、科技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网络扶贫、电商扶
贫、扶志行动、东西协
作、定点扶贫、社会扶
贫和消费扶贫等

就业培训、劳务输
出、以工代赈、兴办
扶贫工厂等

财税政策、金
融政策、土地
政策、人才和
科技支撑政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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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通过政策梳理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扶贫实践具有向横向拓展和向纵向延伸的特点。

1.1 我国扶贫政策横向演进特征：贫困治理的广度
不断拓展
（1）参与主体不断增加。我国救济式贫困治理的

参与主体主要为政府和贫困者。1987 年颁布的《关于

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确立了我国农村

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救济向经济开

发的根本转变，市场力量开始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

贫困治理的参与主体增加至政府、市场和贫困者 3 种

类型。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的概念。伴随着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的颁布，中国的

贫困治理开始进入精准扶贫阶段。该阶段的参与主体

跟前一阶段相比，覆盖范围更大，涵盖了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慈善机构及贫困

者。至此，贫困治理已经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全社

会广泛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2）基础设施建设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将基础

设施建设纳入贫困治理体系开始于开发式扶贫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覆盖范围逐渐从局部走向普及，建设特点呈现

出从“无”到“有”，再到“提质增效”的转变。

1987 年，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涵盖交通（兴

修公路和水上河道）和能源（兴办水电、火电）两大

领域；1994 年，我国将水利领域（人畜饮水问题）纳

入贫困地区基础设计建设，并提出了“消灭无电县”

的要求；2001 年，扩大了交通、能源和水利建设的

覆盖范围，并将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到了通信工程领域

（绝大多数行政村通邮、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和公

共卫生领域（大多数贫困乡有卫生院，贫困村有卫生

室）；2011 年，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了土地整治、物流体系建设、互联网建设、信息

服务普及等内容，并将“基本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的

目标进一步提升为“安全饮水工程”，“解决用电问

题”的目标进一步发展成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城

乡用电同网同价”等；2015—2018 年，基础设施建设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的基础

设施建设开始发展成扶贫体系，提法变为交通扶贫、

水利扶贫、电力和网络扶贫等，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和

细化；此外，还增加了危房改造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等内容。

（3）产业发展扶贫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产业

发展是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旨在增强贫困者的

自我发展能力，是一种“造血式”扶贫。产业发展脱

贫政策的雏形在救济式扶贫阶段就已出现，1982 年中

央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

的通知》指出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户搞好多种经营，

但是并未提出更加具体的措施；1994 年的产业发展脱

贫政策包括了财税、金融等政策保障，发展种养业、

加工业，兴办乡村扶贫经济实体和科技扶贫等内容；

2001 年，在之前的基础上，政策保障范围进一步增加

和细化，增加了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定，对科技扶

贫的具体做法也作出了更加细化的阐述；到 2011 年，

产业扶贫政策内嵌于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东西

协作、定点扶贫、社会扶贫、科技扶贫等多个扶贫体

系中，针对不同贫困成因和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实行不

同的产业发展政策，体现了分而治之的思想，有关政

策保障也更加完善；2015—2019 年，产业扶贫体系

增加了“互联网+”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和就业扶贫

等内容，产业帮扶措施更加多元化，覆盖了生产、流

通、销售等多个环节。

（4）公共服务扶贫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公共

服务扶贫政策体系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

化服务和社会保障 4 个方面内容。1982 年的公共服务

扶贫政策仅涉及教育（为贫困户子女减免学杂费）、

公共卫生（部分地区帮助贫困户防病治病）和社会保

障（拨出适当数额的农村救济经费）3 个领域的部分

内容，扶贫形式相对单一；到了 1994 年，公共服务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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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政策开始触及文化领域，对文化设施建设和改善群

众文化生活进行了相应规定，同时教育领域扶贫政策

转变为“教育改革和初等教育普及等”、公共卫生领

域的扶贫政策转变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完善贫困

地区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扶贫

政策转变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2001 年，

农科教结合、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内容纳入教育领

域的扶贫工作，公共卫生领域扶贫目标更加细化（要

求大多数贫困乡有卫生院、贫困村有卫生室，基本控

制贫困地区的主要地方病）；2011 年，教育、公共卫

生、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扶贫政策各自开

始形成体系，覆盖范围更广；2015—2019 年，实施精

准扶贫战略以来，教育扶贫（学生资助、教师配备、

教学硬件设施建设等）、健康扶贫（医疗救助、营

养改善、疾病防治）、社会保障兜底（“低保”③、

“五保”④、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文化扶贫

（图书室、健身场地等文化设施建设）共同构成了公

共服务扶贫政策体系，扶贫目标更加明确，极大提升

了贫困地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1.2 我国扶贫政策纵向演进特征：贫困治理的深度
不断增加
（1）参与主体层级不断延伸。从政策供给层来

看，主要体现为贫困治理组织形式的变迁，即贫困

治理的统筹单位从中央有关部门上升至党中央，扶贫

对象从贫困县逐步延伸至所有贫困村和所有贫困户

（图 1）。

（2）扶贫实践从“以物质层面为主”到“物质

与精神并重”。随着主导扶贫方式的转变，帮扶手段

也经历了从物质帮扶、能力建设和权利保障到精神扶

贫的层层递进。救济式扶贫阶段的主要做法是物质帮

扶，即给贫困户发放一定的物资用于生活生产；进入

开发式扶贫阶段后，主要帮扶手段更侧重于以经济开

发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从物质帮扶开始深入到权利

保障和能力建设；到了精准扶贫阶段，在完善的扶贫

政策体系下，“等、靠、要”等福利依赖现象开始成

为阻碍扶贫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精神扶贫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多部门联动的“扶志扶智”行动开始成为

贫困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贫困治理正

式深入到精神层面。尽管“扶贫扶志”在 1982 年就已

提出，但是系统性的精神扶贫实践是在精准扶贫之后

才出现。因此，本文认为，减贫真正触及到精神层面

是在精准扶贫之后。

2 我国扶贫政策量化分析

在前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对我国扶贫政

策进行量化分析（图 2）。首先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

③ 即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具体为：因家庭成员存在重度残疾或疾病丧失劳动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④ 即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为保教）。

图 1    1982—2020 年中国扶贫组织形式变迁
Figure 1    Chang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rganization forms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20

1982 年 1984 年 1994 年 2001 年 2011—
2020年

《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扶助
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
导下的多部门协作。

国家有关部门负责部
署，省、自治区、直
辖市负责检查监督落
实，贫困地区各级党
委政府负责执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统一组织中央各
有关部门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具体实
施。分级负责、以省
为主的省长负责制。

省负总责，县抓落
实，工作到村，扶贫
到户。

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县抓落实，片为
重点、工作到村、扶
贫到户，党政一把手
负总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帮助贫
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计划》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01—2010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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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扶贫政策的关键词进行梳理，形成关键词库；

接下来，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⑤和中国知网政府文

件数据库⑥检索相应关键词，形成扶贫政策文本库；

最后，从政策密度、政策强度、政策区域分布  3 个

方面对政策进行量化，形成扶贫政策累计效力。本

文的研究样本是 2001—2020 年国家发布的典型扶贫

政策文件，共包括中央扶贫政策 586 件，地方扶贫政

策 8 691 件。

2.1 扶贫政策密度分析
图 3 展示了 2001—2020 年中央和地方发布的扶贫

政策数量。整体来看，中央和地方扶贫政策密度演变

趋势大体相近：2013 年我国进入精准扶贫阶段以来，

中央和地方扶贫政策颁布数量开始呈现出急剧上升态

势。2016—2018 年是中央和地方扶贫政策颁发密度较

高的时期，特别是 2018 年中央颁发《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表明我国在此阶段正式

进入了贫困治理的攻坚时期；随后，各地配套政策逐

步颁发，形成了扶贫政策密度的高峰，也显示出我国

的精准扶贫实践需要各方面政策齐聚发力，配套推进

以形成强大的政策合力。2019 年以后，随着脱贫攻坚

逐渐接近尾声，中央和地方出台的扶贫政策数量均有

所减少；到 2020 年，中央扶贫政策颁发数量出现小幅

度回升，主要是在脱贫攻坚战的收尾阶段，党和国家

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带

动了扶贫政策数量的上升。

2.2 扶贫政策强度分析
政策效力是量化技术创新政策内容的重要维

度 [1]，是指政策文本的内容效度及其影响力[2]，用于

描述政策的行政影响力和法律效力；政策效力由政策

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和法律地位决定，政策发布部门

的法律地位越高，政策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越大，政策

效力越大。因此，借助政策效力对扶贫政策进行量化

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选取了地方颁发的各类

扶贫政策作为研究样本来量化扶贫政策强度，即扶贫

图 2    中国扶贫政策量化分析流程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⑤ https://www.pkulaw.cn.
⑥ https://r.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gwkt.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梳理

关键词库

政策文本库

政策强度分析政策密度分析 政策区域分布分析

扶贫政策分析

图 3    2001—2020 年中国中央及地方扶贫政策发布数量
Figure 3    Numb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sued by China’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rom 200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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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力。2001—2020 年，地方扶贫政策中行政许可

批复占 3.23%，地方工作文件占 73.49%，地方规范性

文件占 20.36%，地方政府规章占 1.69%。在衡量地方

性扶贫政策效力时，为上述 4 类政策赋值分别为 0.7、

0.8、0.9 和 1.0。考虑到政策存在累加性，因此构建

扶贫政策累计效力指标作为扶贫政策量化指标进行分

析，计算方法如下：

Total（PolicyPit ）= Total（PolicyPit−1）+ PolicyPit−  

      Aban（PolicyPit−1）。            （1）

其中，PolicyPit 表示在 t 年第 i 个省份生效的扶贫

政策的效力，Aban（PolicyPit−1）表示在 t 年第 i 个省

份失效的扶贫政策的效力，Total（PolicyPit−1）表示从

第 1 年至第 t 年第 i 个省份的累计扶贫政策效力。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得到 2001—2020 年

我国地方扶贫政策的累计效力（图 4）。从图4可以看

出，2001—2020 年，我国地方扶贫政策累计效力不断

提升，并在 2020 年达到最大值。扶贫政策累计效力的

不断提升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对扶贫事业的完善布局和

强大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在扶贫实践

中不断探索，形成了日渐完善的大扶贫体系。

3 扶贫政策效力与农村社会的多维度变迁

随着贫困治理实践的有效推进，我国农村贫困地

区发生了山乡巨变，无论是贫困情况，还是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条件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本文从农村地

区贫困情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人民生活水

平 3 个方面出发，分析自 2013 年进入精准扶贫阶段以

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多维度变迁。利用上文计算

得到的扶贫政策累计效力数据，以及《中国农村贫困

监测报告》中能够衡量农村社会多维度变迁的数据，

从多个维度考察扶贫政策与农村社会多维度变迁的相

关性。

（1）农村地区贫困情况变迁。本文使用贫困

发生率这一指标来衡量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

1978 年，我国贫困人口规模达到 7.7 亿人，农村地区

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现行贫困标准）；也就是

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居民普遍生活在贫困线之

下。经过数十年的贫困治理，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

从 1978 年的 97.5% 下降至 2019 年的 0.6%，贫困人口

规模从 1978 年的 7.7 亿人下降到 2019 年的 551 万人。

贫困发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得益于党和政府在农村贫困

地区推行的一系列扶贫政策，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这

些扶贫政策覆盖到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计算扶贫政策累计效力和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皮尔

逊（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可知，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下，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95.3%，具有强负相关关

图 4    2001—2020 年中国地方扶贫政策累计效力
Figure 4    Cumulativ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from 200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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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就是说，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

与我国颁发的各类扶贫政策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变迁。

参考《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使用农村贫困地区

居民所在自然村通公路比重、通电话比重、进村主干

道路硬化比重、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通宽带

的农户比重、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和所在自然村上小

学便利的农户比重 7 个指标来衡量农村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2013—2019 年，7 个指标值都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2019 年，除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

中处理的农户比重（86.4%）以外，其余指标值均超

过了 90%，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和通电话比重更是达到

了 100%。这说明基本的基础设施条件在农村贫困地

区已经得到保障，上述指标值的增加也显示出农村贫

困地区社会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得到明显提高。表 2 显

示了扶贫政策累计效力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

件指标的 Pearson 积矩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 7 个指

标与扶贫政策累计效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性。

这说明大量扶贫政策的实施与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当

扶贫政策的累计效力不断增加时，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条件也不断改善，社会公共服务科技型不断增加。同

时，也可以看出，不同子指标之间也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性，这说明在农村地区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的建设是协同推进的。

（3）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变迁。参考《中国

农村贫困监测报告》，采用农村贫困地区每百户拥有

的移动电话数量、计算机数量、电冰箱数量、洗衣机

数量、汽车数量，以及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7 个指标来衡量农村贫困地

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变迁⑦。上述指标均为衡量人民生

活水平的正向指标；也就是说，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各指标值越大。2013—2019 年，7 个指标值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

⑦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农村贫困地区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计算机数量、电冰箱数量、洗衣机数量、汽车数量
5 个指标在 2013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缺失。

表2    我国扶贫政策累计效力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指标的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
Table 2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umulativ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indicators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conditions

指标
扶贫政策累
计效力

所在自然村
通公路比重

所在自然村
通电话比重

所在自然村
进村主干道
路硬化比重

所在自然村
垃圾能集中
处理的农户
比重

所在自然村
通宽带的农
户比重

所在自然村
有卫生站的
农户比重

所在自然村
上小学便利
的农户比重

扶贫政策累计效力 1

所在自然村通公路比重 0.676* 1

所在自然村通电话比重 0.690* 0.994*** 1

所在自然村进村主干道路硬化比重 0.886*** 0.899*** 0.908*** 1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 0.978*** 0.749* 0.755** 0.936*** 1

所在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 0.930** 0.995*** 0.806* 0.990*** 0.980*** 1

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 0.913*** 0.897*** 0.913*** 0.983*** 0.935*** 0.903** 1

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 0.964*** 0.748* 0.753* 0.944*** 0.987*** 0.996*** 0.925*** 1

*p<0.1，**p<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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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 079 元上

升到 11 567 元，7 年内年均增速 11.3%；人均消费支出

从 5 404 元上升到 10 011 元，年均增速 10.8%，略低于

收入平均增幅。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从 2014 年

的 194.8 部上升到 2019 年的 267.6 部；每百户拥有的计

算机、洗衣机、电冰箱和汽车数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结合收入支出数据可知，进入精准扶贫阶段以

来，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攀升。表 3 显示

了扶贫政策累计效力与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

关指标的 Pearson 积矩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扶贫

政策累计效力与各指标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

是说，扶贫政策累计效力越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越

高。

4 主要启示

本文从横向梳理了我国扶贫政策覆盖范围，从纵

向分析了我国扶贫政策演变趋势。从横向来看，我国

扶贫政策的参与主体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发展扶贫政策和公共服务扶贫政策的覆盖范围不断扩

大；纵向来看，我国扶贫实践的参与主体层级不断延

伸，扶贫内容从“以物质层面为主”逐步演变到“物

质和精神并重”，贫困治理的深度不断增加。除了对

扶贫政策进行上述的定性分析以外，有必要结合已有

文献研究成果对扶贫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借鉴彭

纪生的方法[1]计算了我国扶贫政策的累计效力，并分

析了其变化趋势。此外，近年来，农村社会一直处在

多维度动态变迁过程中，为了了解扶贫政策与农村社

会多维度变迁之间的相关程度，本文还研究了我国扶

贫政策累计效力与农村社会多维度变迁之间的相关关

系，基于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以下 3 点启示。

（1）汲取我国贫困治理的伟大实践经验，因地制

宜，动态制定关于乡村振兴的配套性政策法规。一方

面，脱贫攻坚积累的宝贵经验亦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的重要基础，应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充分借鉴我国贫困

治理过程中因地制宜、动态规划的特点；另一方面，

梳理我国历年颁发的扶贫政策可以发现，某个地区实

现整体性脱贫和整体性发展依靠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政策，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进入乡村振兴时期，可

以参考脱贫攻坚时期不同类型的扶贫政策协同推进的

宝贵经验，结合农村地区具体特点，有重点、有针对

表 3    我国扶贫政策累计效力与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关指标的 Pearson 积矩相关系数
Table 3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cumulativ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residents in poor rural areas

指标
扶贫政策
累计效力

每百户拥
有的移动
电话数量

每百户拥
有的计算
机数量

每百户拥
有的电冰
箱数量

每百户拥
有的洗衣
机数量

每百户拥
有的汽车
数量

贫困地区农
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
收入

贫困地区
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扶贫政策累计效力 1

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 0.955* 1

每百户拥有的计算机数量 0.842* 0.939*** 1

每百户拥有的电冰箱数量 0.948*** 0.998*** 0.955*** 1

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数量 0.936*** 0.990* 0973** 0.997*** 1

每百户拥有的汽车数量 0.940** 0.985*** 0.886* 0.972*** 0.952*** 1

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979*** 0.991*** 0.929*** 0.989*** 0.985*** 0.967** 1

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984*** 0.990* 0.915* 0.987*** 0.980*** 0.970*** 0.999*** 1

*p<0.1，**p<0.05，***p<0.001



  院刊  795

我国扶贫政策演进历程与农村社会的多维度变迁：分析与启示

性地制定乡村发展的组合配套政策，形成强大的政策

合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繁荣发展。

（2）在乡村振兴时期持续推动各类主体的协同配

合，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结合前文分析可知，

我国扶贫实践的参与主体一直在不断增加，到精准扶

贫阶段，政府、非营利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协同开展扶贫行动，

形成了强大的脱贫动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议在乡村振兴时期继续推动

各类主体的协同配合，继续推动人力、物力、财力、

技术等资源的跨部门、跨地域融通，为乡村振兴创造

良好的制度条件、资金条件、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和

人才智力条件，充分激活农村地区的发展潜能。

（3）考虑逐步推动重要政策法制化以提升政策

效力。前文对扶贫政策累计效力与农村社会多维度变

迁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扶贫政策累计效力越高，

农村贫困发生率越低；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与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越好，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越高。由

于政策效力由政策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和法律地位决

定，因而可以考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有关部

门的行政影响力和法律影响力，以提高有关政策的效

力，进而更好的服务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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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China has historically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While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it has also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poverty governance.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s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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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s, an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residents in poor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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